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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黎锦熙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①

申鸣凤１，刘是今２

（１．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２０５；２．湖南女子学院 教务处，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４）

摘　要：在毛泽东的求学历程中，黎锦熙是一位对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教师。在黎锦熙的指点下，青年毛泽东确立

了“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的为学之道；也认识到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

学校”；通过“言天下国家之大计”，青年毛泽东的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并逐步确定了对未来道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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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期，有很多老师对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为人所熟知的有杨昌济、袁

仲谦、徐特立等。有一位老师，毛泽东曾在信中不无深情地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１］８２而

这位在毛泽东眼中如慈母般的老师就是黎锦熙。

黎锦熙（１８９０－１９７８），字邵西，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与黎锦熙深入交往的开始，要归结到宏文图书编
译社的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由当时第一师范教师黎锦熙等人于１９１４年组织创办。１９１５年１月，编译社
租下了长沙李氏芋园（即李星沅公馆），参加编译社工作的有黎锦熙、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二十余人，

大都把家属搬在一起住。当时宏文图书编译社的同仁们还共同发起组织哲学研究小组，经常讨论一些哲

学问题。毛泽东经常出入芋园，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与黎锦熙的交往变得十分频繁，关系也日趋密切。

１９１５年９月，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科书编纂处工作，此后的数年间（１９１５～１９２０），毛泽东和黎锦熙
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期间书信不断，现在完整保留下来的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书信就有６封之多，
这在青年毛泽东与其老师的书信中是绝无仅有的。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２０
作者简介：申鸣凤（１９８２－），女，湖南邵阳人，硕士，馆员，主要从事近代教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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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１５年毛泽东首次出现在黎锦熙日记中到１９２０年，这是毛泽东与黎锦熙交往最为频繁的５年，
虽然只有短短的５年，但这５年，黎锦熙对毛泽东的影响可谓非常深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黎锦熙对于毛泽东的影响，最大的应当是治学方面的指导。黎锦熙虽然仅比毛泽东年长３岁，但这位

自幼被称为神童、１５岁中秀才、２１岁以第一名毕业于湖南省优级师范的老师在治学方面有着一套非常成
熟的方法。毛泽东在与黎锦熙交往一段时间后，不禁感慨：“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

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己。”［１］２１黎锦熙的读书方法让“为学无头

序”［１］７的毛泽东如获至宝，深感庆幸；而入校两年后才与黎锦熙深入交往，又让毛泽东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２］而事实亦是如此，从１９１５年４月在芋园与黎锦熙
第一次见面，到１９１５年９月黎锦熙赴京任职，毛泽东只要一有时间就去芋园黎锦熙住处向黎先生请教。
期间，黎锦熙与他谈得最多的就是读书方法。根据黎锦熙日记记载：４月４日“毛泽东来。阅其日记，告以
读书方法”。４月１１日“萧旭东、毛泽东及熊光楚至，讲读书法”。４月２５日“毛泽东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
之术”。５月２日“与涤凡、泽东话学问事”。５月９日“毛泽东至，稍话读书事”。７月１１日“学生陈同毛
来，问小学功夫做法”。７月１３日“与毛、陈两生说读史法”。７月１５日“与毛生说研究法”。７月１９日“与
毛、陈两生说读书自习法”。７月２１日“与两生讲学，告以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８
月８日“与泽东谈学政，以易导为佳”。８月１１日“与泽东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８月１５日“一师
泽东、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甫处”。８月２９日“旭东、泽东至，谈学颇久”［３］。因为黎锦熙９月１日前往
北京任职，毛泽东在芋园向黎锦熙的请教就此中断。但就是在芋园这一段时间的请教，让青年毛泽东收获

颇丰。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６日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好友萧子升分享他的收获，“既承盛指，不敢不告，赐之是正，不
胜祷幸。”［１］２５这封长信，详细地记载了黎锦熙对他治学的指导。

（一）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特别注重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籍，对于其他知识，并不感兴趣，即使

是文学，毛泽东也曾一度“言诗赋无用”［１］８，“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１］７这一偏好，曾让他准备离

开学校，“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毛泽东将这一

想法告诉黎锦熙后，黎锦熙并不以为然，他指出，一个学者，尤其是要想成为“政家、事功家”，有志于从

事社会活动的人，必须有广博的知识。这种广博，不仅仅在于精通某一专门的学问，还要通晓百科；不仅

仅要精通古典经籍，还要对现代知识有全面的了解。历史上成功的政治家无不如此，错此则必败。比如

王安石，注《周礼》，作《字说》，其文傲睨汉唐，可谓有专门之学，而他变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欲行其

意而托于古”，“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因此，先专后通，先旧后新的读书法实乃

“先后倒置也”，科学的读书法应当是“新为旧之基，通为专之基”［１］２１。

黎锦熙指出，之所以要注重通识教育，是因为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作用，如国文者，能“述通常之言

事”，能“得文章之意味”，“各审其美而靡所阂”；历史者，能“观往迹制今”；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

史及百科，莫不根此”；“体操、图画、音乐、手工者，技能的而美术的也，君子假之，而得为学，养生之道

焉。”为了让毛泽东能更深刻理解通晓各科知识的重要性，黎锦熙推荐毛泽东读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

《群学肄言·缮性篇》。看完这部书，毛泽东不禁“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他总结道，人们在研究

社会科学时，会遇到八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即“物蔽、情瞀、智、学、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而要解

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除了要重视研究思辨的“玄”科（逻辑性、数学），也要重视研

究客观世界的“著”科（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诸学），还要研究“玄”“著”之间的“间”科（研究事物

变化的因果关系的化学、物理学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和训练，不仅仅可以消除“心”“物”以及“心

物相对”之间存在的困惑和偏见，还可以陶冶自己的情操，完善自己的性格。“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

瞀于情，于智，而又无学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黎锦熙的一番教导，让毛泽

东“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１］２２－２３。

（二）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

尽管毛泽东接受了黎锦熙通识教育的理念，但在各门学科中，他对国学还是情有独钟，将国学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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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中之重。年轻的毛泽东非常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准备效仿康梁，“学遍中国学问”［１］７。但毕竟中国

学问，浩如烟海，如何下手，年轻的毛泽东热情有余，却“为学无头序”。黎锦熙的一席话让年轻的毛泽

东拨云见日，茅塞顿开。黎锦熙反对毛泽东效仿康梁学遍中国学问的做法，因为“国学则亦广矣，其义

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因此“为求学之阶梯，将以观古今之群籍，亦

无知与无能焉者矣”。黎锦熙告诉毛泽东，面对纷繁复杂的知识内容，应当是先博后专，“欲通国学，亦

早通其常识耳。”

而要通常识，“首贵择书”，即要选那种“孕群籍而抱万有”的经典。黎锦熙向毛泽东推荐了曾国藩

编纂的古文选读本《经史百家杂钞》，因为“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以此为中心，再

发散性阅读，将书中所涉及的典籍“乃加详究焉”，如此追根溯源、触类旁通，“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

矣”。黎锦熙将这种读书法称之为“演绎法”，可以做到“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

又称之为“中心统辖法”，可以做到“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并且这种方法不仅仅

用于国学的学习，“各科皆可行之”。毛泽东对黎锦熙这种读书法，非常感兴趣，也非常受启发，“吾闻之

甚有警焉”。事实上，黎锦熙的这种读书法后来为毛泽东所接受，并运用到实践中。根据毛泽东一师同

学萧三回忆，毛泽东在校学习期间，“当抓住一个中心问题时，即专门研究它，一切别的杂乱功课就不管

了”，“有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把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无论新的旧的都找了来，

于是继续不断，一本一本地研究。”［４］５６“有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是专门在研究地理，和专门研究历史时

一样的办法———抓住中心，旁征博引，不离其宗，一直到有了相当的成绩，才告一个段落。”［４］６９毛泽东就

是用这种读书法，后来被他自称为“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最后“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

达到深湛”。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毛泽东做到了“绳束古今为一贯”，［１］２５“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

之说而成一学。”［５］

黎锦熙在学业上给毛泽东的指导，其实远不止如此。黎锦熙的学问博大精深，堪称通人。他对于语

言学、文字学、词典学、语法学、修辞学、教育学、目录学、方志学、佛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著述。

黎锦熙的老朋友都认为他“专而能通，博而返约，这是近世学者中所比较少见的”［６］１８３。而这样一位通

人，作为毛泽东的师友，对毛泽东的影响显然是全方位的。毛泽东曾向黎锦熙“问小学（旧时称文字学、

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小学）功夫做法”［３］。曾拜读黎锦熙的《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他非常

赞成黎锦熙的编写国语教科书的主张，并请黎锦熙“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７］。

当毛泽东在研究“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遇到困难时，也是请黎锦熙指点迷津，“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

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５］此外，作为方志学家的黎锦熙，在方志学方面对毛泽东

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早在芋园谈学的时候，黎锦熙就向毛泽东格外强调了学习地理的意义。“地理者，

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

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

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１］２２这

一时期黎锦熙对于地理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他后来“史地两性”方志学思想的雏形，对地理的重视，实际

上就是对方志的重视。他的这一思想，不可避免地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后来的革命战争年

代，每打下一座县城，毛泽东总喜欢找当地的县志看一看，以了解地理环境、人文历史、风物民俗。而这

一习惯，陪伴了毛泽东一生。

二　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
读书“好独立蹊径”［１］７，天性“不好束缚”［２］的毛泽东对于学校教育，一直是非常反感的。早在１９１２

年，毛泽东报考了省立第一中学，就因这个学校“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让他６个月后离校，选择
了去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即使后来考入第一师范，这所当时号称湖南“亚高学府”的名校，也是心存

不满，“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８］１３４－１３５，在他看来，在这所学校“意志不自由，程度太

低，俦侣太恶”，“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在这样的学校读书“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

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２］。他一直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１］２１，在很多

的书信中他都提到要退学，对于就读的第一师范，也是“必欲弃去”［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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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退学的念头，为黎锦熙所察觉。针对毛泽东凭个人喜好去学习，“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

碎”的特点，黎锦熙一直规劝毛泽东重视学校教育，他曾“与泽东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３］；跟他

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让他了解了文学、历史、地理、体操、图画、音乐、手工各科的意义，“在学校为不

可阙”；推荐他看《群学肄言·缮性篇》，让其感悟“缮性在学”［１］２３。黎锦熙的劝导，让“从前拿错主意”

的毛泽东，“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黎锦熙的劝导，让讨厌课堂教学，鄙弃学

校分数奖励之虚荣的毛泽东决心沉下心来学习，“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

吾自谓进化也。”“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１］７

尽管在黎锦熙的劝导下，毛泽东一度改变了对学校教育的看法，但黎锦熙离湘赴京后，“太富感情，

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５］的他不久又流露出离校自学的想法。针对这一点，

黎锦熙一方面“嘱以常常通信”，让其倾诉心中的苦闷和困惑；另一方面不厌其烦，谆谆告诫，经常写信

规劝毛泽东，“学宜自造，不必因人；心情求全而去偏”［２］，“戒其躁急偏隘；以渐与恒及宁静致远勉之”，

“如必出校求学，当计划有相当之所云云”［３］。黎锦熙对毛泽东缺点的指出及劝导，以及要求毛泽东对

退学问题的慎重，让毛泽东格外重视，“此诸义者，皆书诸绅矣。”［２］作为毛泽东极为敬重的教师，黎锦熙

的话还是很有份量的，年轻的毛泽东尽管在退学问题上很是纠结和矛盾，但他最后还是打消那些不切实

际的念头，“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２］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

行规则的生活”［５］的毛泽东在学校坚持到了毕业，并出乎他的意料，“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

凭。”［８］１３５也许，这个文凭的获得，对毛泽东以后的革命生涯而言意义并不重大，但这一段相对稳定的学

校生活，却让毛泽东有了一个可以依托的学习平台，能进行有规律的学习；有一个日益成熟的师友圈子，

在互相砥砺中不断进步。正是这段时间的学习，为他的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几十年后，“一生恨极

了学校”［５］的毛泽东终于肯定了在一师的学习经历，“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

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８］１３５曾经对母校无甚好感的他终于中肯地评价“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

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好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９］而能够让毛泽东留在

第一师范，沉下心来修学储能，黎锦熙是功不可没的。

三　言天下国家之大计
黎锦熙虽然是位教育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改革家。早在１９０６年，还只１６岁的黎锦熙受湘赣

萍浏醴起义影响，到长沙发起组织“德育会”，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宗旨，宣扬牺牲个人，努力救国。

辛亥革命后，湖南成立军政府，黎锦熙就被《长沙日报》聘为主编，宣扬各省反清独立及资产阶级民主政

治。１９１２年黎锦熙与他人创办了《湖南公报》，并担任总编辑，批评时政，主张全国统一，绝对民治。同
年担任湖南省立编译局编译员，翻译美国民主政治等书。１９１４年，他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
宏文图书编译社，又附办刊物《公言》，“选译西洋报章杂志”，包括“欧美日本最近之种种思潮”，以求实

现“刷新社会”这一“救亡至计”的抱负［１０］。博学多才、思想进步的黎锦熙，作为毛泽东的师友，对毛泽

东人生的走向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大的影响。

１９１５年初，住在芋园的一师教师发起组织哲学研究小组，在这个读书小组，主要的指导老师就是杨
昌济和黎锦熙。杨昌济推荐给小组的读物主要是西洋哲学、伦理学以及宋元明哲学，黎锦熙推荐的是英

国人著的社会学研究［３］。在芋园，黎锦熙不仅仅在学习上对毛泽东予以指导，同时也与毛泽东畅谈时

事与政治，“久谈改造社会事”。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与大家一起研究学术、交流心得，讨论“个人

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经过上百次的讨论，到１９１７年冬，
“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１１］２１９１８
年４月１４日，“五四”时期湖南最重要的社团———新民学会正式成立。应当说，毛泽东最初涉猎政治，
参与社团活动，除了杨昌济外，黎锦熙应当是他非常重要的导师。

１９１５年９月，黎锦熙离开湖南赴北京任职。黎锦熙的离去，对毛泽东打击很大，毛泽东感叹：“盖举
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

道。”［２］但即使黎锦熙远在北京，毛泽东凡有问题还是通过书信向他请教或与他商量。不过，此时的问

题已不再局限于学习方法，更多的是涉及“就良图，立远志”“君臣原理”“德智体”之关系、“天下之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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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源”、毕业后的职业规划等学术和人生理想问题。

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毛泽东在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间因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和驱逐张敬尧事曾两次到
京。而每次到京，毛泽东都要前往黎锦熙住所，探讨时政问题。其中第一次到京，毛泽东主要与黎锦熙

“谈报事及世界问题”。根据黎锦熙后来的回忆，这里所说的办报，就是指后来创办《湘江评论》。作为

资深报人的黎锦熙应当对他提出了较有价值的建议。而事实上，早在芋园求学的时候，毛泽东就通过黎

锦熙开始接触新闻编辑事业。在芋园期间，毛泽东曾替黎锦熙抄写新闻稿件，也经常参与或讨论编译社

中的业务，与黎锦熙等人“共话社事”［３］。毛泽东在芋园参与的活动，让他熟悉了许多报刊编辑的知识，

也让他结识了当时湖南报界的许多名流，这为他日后创办报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１９１９年７月，由毛
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而此后，《湘江评论》每办一期，毛泽东必给黎

锦熙邮寄一份。

１９１９年底，毛泽东因驱张运动再次到北京，当时的北京风起云涌，成为思想文化激荡的中心。这种
局面，让毛泽东有点无所适从，“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

概念”［１１］６４，而此时的黎锦熙，再次成为了毛泽东可言大计之人。在京期间，毛泽东多次到黎锦熙家登门

拜访或书信请教。涉及的内容有“文化运动方法”“湘事善后问题”“出国留学事宜”“近代哲学派别”

“解放与改造”等问题。通过与黎锦熙的交流，毛泽东在出国留学问题上，坚定了他留在国内研究的决

心。“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

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

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１１］６３通过深入的交流，毛泽

东和黎锦熙对于社会改造事宜形成了以下认识：“第一要采定一种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从根本上解决

政治问题”，“第二要综合地创造一种自己受用得着的哲学”，“第三就是分工，虽然都搞教育，但还要细

分，以便在专业上提高自己水平，才有把握打破现状，富有革命性（例如我从‘文字语言’的改革运动着

手，他从学校工作中进行思想政治运动）。”［５］黎锦熙的指点，对于青年毛泽东实现从无政府主义、空想

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实现从教师到职业革命家的转变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１日，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此后３０年间没有再到过北京。离开北京后的毛泽东逐步走
上了职业革命家道路，而此后的黎锦熙潜心学术，与政治渐行渐远。由于职业的相异以及地域的分隔，

３０年间毛泽东与黎锦熙基本失去联系。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５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京，３个月
后，毛泽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再次见到了黎锦熙。尽管一别３０年，但时间并没有磨去黎锦熙在毛泽东心
中的印记，毛泽东曾自述说：“在我们进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只要有空，我就一个人跑到黎锦熙先生家

里去聊天。黎锦熙先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教授。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文

字学家，我很佩服他。因此我很喜欢和他聊天，因为和他聊天能得到有益的收获。”［１２］１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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